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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仪式和象征的世界里，农民文化为革命文化的生产与发展提供“养分”，革命文化为农民文化的释放提供孔道。本文赞同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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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工作的“仪式”: 苏区群众大会研究

庞振宇
(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江西 南昌 330077)

摘要: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有效的措施组织、动员和鼓舞群众。其中，群众大会是民众认同
的革命场景，革命观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群众大会渗透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苏维埃时期，中共对如
何召开群众大会制订出一些原则性规定并逐步加以完善。群众大会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仪式，在今天的
农村仍然是极为有效的群众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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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eremony”of Mass Work: a Study on Soviet Mass Meetings

PANG Zhenyu
( Institute of History Ｒesearch，Jiang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Nanchang，Jiangxi 330077，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rganized，mobilized and en-
couraged the masses through effective measures． Among which the masses approved that mass meet-
ings were the revolutionary scenes． The concept of revolution and Marx’s theory penetrated into the
daily life of farmers through the mass meetings． During Soviet times，some principled regulations on
how to hold mass meetings were formulated and perfected step by step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the“ceremony”of Marx’s popularity，the mass meeting is still a very effective way of
mass work in today’s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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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前，群众大会是党政文献中高频出现的词汇。之后，群众大会渐渐淡出政治生活。近年
来有学者提出，群众反映上面是“会海”农村是“会荒”，乡镇适时召开群众大会是有必要的，乡镇领导要
学习开好群众大会的方法。［1］群众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最初是怎样规定
的? 目前尚未有学理上的探索，本文拟对苏维埃时期的群众大会进行初步的梳理。①

一、革命场景: 几个群众大会的实例
苏维埃时期，由于传播手段的局限，中国共产党做群众工作时采取“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

工作”［2］( p2) ，群众大会成为扩大苏维埃运动影响、宣传党的方针的重要手段。1932 年 1 月 20 日，中共陕
西省委指示陕甘边境游击队: 你们现在所处的区域，因为交通的不便，文化的落后，大革命的影响自然更



是听不着的。所以你们在行动的过程中，首先要集中力量向群众解释苏维埃政府是什么? 国民政府是
什么? 比较苏维埃区域内的群众生活和国民政府下的群众生活，而尤其主要的是把苏维埃政府的土地

法令、劳动法令，非常通俗地在广大群众中广泛地宣传，使群众认识到只有推翻现在的统治，建立苏维埃
政权，才能有根本的办法。进行这一工作必须经常召集群众大会、讲演会。［2］( p24) 1932 年 3 月 6 日，中共
陕西省委在关于中国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决议中，提出游击队所到的区域，必须召集群众大会，说明红军、
苏维埃是什么，苏维埃政纲是什么，红军游击队的纲领是什么，以及中国苏维埃的发展状况等，使群众能

够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2］( p38)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文献中，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几次群众大会的召开情况。1932 年 2 月 12
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塬锦章村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简称陕甘游击
队) 。随后，陕甘游击队依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南下渭北一带游击。2 月 14 日是职田镇逢集日，这天，陕
甘游击队召开了职田镇群众大会。大会首先推选了三个农民主席，议事日程: 第一，宣布本军的任务，解
释红军是什么? 红军的任务是什么? 第二，宣布解散区公所，区公所及民团的账册全部焚毁; 第三，焚毁

一切账债契约，将所逮捕豪绅的账债契约当场焚毁; 第四，进行分粮，每村组织分粮委员会，团结一部分

民众进行分粮，然后准备由分粮委员会过渡到群众的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但是，逆来顺受、趋利
避害是农民的典型心理特征，开始分粮时群众多不敢要，特别是本村人无论如何不敢分本村豪绅地主的

粮食。游击队便将粮食运到召开群众大会的场地上，谁来就给谁。没有领到的，再到职田镇内去领。这
次群众大会达到了动员群众的目的，但建立群众政权机关的目标未能实现。［2］( p52 － 54)

1932 年 4 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在甘肃正宁县寺村塬新庄子村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陕甘边区革
命委员会。大会有两个重要议程: 第一是游击队和共产党代表公开报告游击队先前的各种错误，提出党
的新的斗争纲领，号召农民为土地、分粮、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农民高度的兴奋，都说“现在才对
了”。第二个议程是选举各村代表，每村一人，禁止富农参加，结果选出代表 70 余人，贫农 40 余人，雇农
10 余人，其余是中农。农民高兴得意地说，“这才是真正穷人的世事了”。第二天召开代表大会，主要议
程是: ( 1) 宣传土地法令和苏维埃政府一切决议和法令; ( 2) 成立革命委员会; ( 3) 分配粮食和解决游击
队给养问题; ( 4) 建立赤卫队; ( 5) 推翻正宁县豪绅地主统治———县政府、区公所、民团。代表大会后，决
议首先从下八社余家庄开始执行。［2］( p88 － 89)

由于敌人的“围剿”，1932 年 4 月 12 日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4 月 18 日，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第
三、第五两个支队。第五支队南下陕西三原县武字区，配合当地农民开展游击活动。4 月 22 日，三原县
武字区的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在三原县武字前、后区交界的火烧庙，召开欢迎游击队的武装群众大
会，3000 余名群众参加了这次大会，武装梭标如森林似的排立起来。会场警卫、各路口步哨完全由农民
担任。游击队由马额尚村出发，沿途农民殷勤招待，农民对游击队的态度如久出远门的家人团聚一样。
参加大会的群众大部分都拿着口袋，准备分粮。大会的主要议程是: ( 1) 主席致欢迎词; ( 2) 共产党陕西
省委代表致词; ( 3) 各团体代表致词; ( 4) 游击队代表答词; ( 5) 讨论提案和决议( 有预先拟好的和临时
自由提议的) ; ( 6) 自由讲演; ( 7) 呼口号; ( 8) 闭会。大会议决成立革命委员会，由游击队、三原地方党
组织、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的代表 7 人组成。最后，群众大会在“欢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
队”、“冲破敌人‘围剿’”、“打倒国民政府国民党”、“建立渭北苏维埃政府”、“实行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
和决议”、“自动武装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武装拥护苏联”、“反对
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万岁”的
口号声中结束。［2］( p94) 6 月 8 日，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在陕西韩城县上官庄游击，中午召开农民大会，群
众千人，穷人会、妇女队、少年先锋队参加，除党及游击队员讲演外，还有农民和妇女( 穷苦妇女) 踊跃控
诉富农、地主统治阶级的罪恶。会场空气高涨，掌声如雷，极一时之盛。下午分粮，焚债约、地契( 20000
元) ，会议很完满。［2］( p107)

农民的支持和参与是中共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中共深入动员农民，在满足农民利益需要的同时输
入新的思想。从前述职田镇群众大会看，在历史转变时刻农民要变为积极的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不是一
蹴而就的，而是革命环境给予持续强化的结果。中共就是通过不断召开的群众大会，让民众在群情激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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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中找到身份上的认同，使革命观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地潜移默化到他们的思想意识之中。

二、群众大会的最初规定
对于如何召开群众大会，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制订出一些原则性规定并逐步加以完善。1928 年 1

月，中共江西省委决定，在赣西南暴动准备总发动时期应公开的组织西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在工农革命

委员会成立时，应召开群众大会，“宣布革命政纲( 即省委起草的省苏维埃政纲) ，公布没收土地、劳动保
护法、肃清反动派等法令”［3］( p166 － 167)。1928 年 3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维埃建设的指令，“在一个乡
村中( 旧日乡农协的范围) ，一有群众起来，即须从群众大会和代表会议选举乡苏维埃执行委员
会”。［4］( p141) 1928 年 4 月底，朱德、陈毅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
命军在宁冈砻市会师。5 月 4 日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 ，并正式组建了宣传
队。红军宣传队分为演讲队和文字宣传组。演讲队担任口头宣传，“凡红军所到的地方，行军时经过的
乡村酒店、茶店或大市镇，均须手持红旗及标语、传单向群众宣传。到了城市更须全体出发在大街小巷
或商店作个别宣传或挨户宣传，半日的时间必须召集一个群众大会”。［5］( 369) 红四军政治部还制定了《宣
传员工作纲要》，对宣传员提出了 18 条具体要求，其中规定“在有一天以上休息、群众较多的地方去工
作，并设法召集群众大会”，“在开群众大会时，须负责布置会场，召集群众维持会场秩序。在开会前后，
深入群众中去宣传”。［6］( p217) 红五军军委也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谈到红军如何通过群众大会动员群
众:“红军凡到某一处，必先予以广大宣传，继则散发豪绅财物。如遇有很大魔力的土豪，民众不敢接
受，恐怕红军走后遭土豪的屠杀。如在这种情形之下，须多派宣传员作个别的宣传，将工农的苦痛，红军
的主张，民众的力量，详细地说明，要他们晚间去担谷子和搬运杂物，引起他们经济斗争的兴趣。还有胆
小的赤贫民众，可派遣士兵将豪绅的财物分运送给，同时尽量召集群众大会，从中找到接近我们宣传的

贫苦工农( 个别找得的也好) 作更详细的谈话。”［7］( p249)

1930 年 7 月，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指出，召开群众大会是党争取群众、教育群众最好的机
会，不是“照例凑热闹”。开会之前，要“普遍的加紧宣传鼓动，使群众了解大会之意义”，开会时“对于会
场的布置，群众的组织，时间的安排等等”，都要充分注意。这样，开会才能“引起群众的兴趣，提高群众
的情绪”，“照例凑热闹的群众大会必然脱离群众”。［8］( p215 － 216) 同一时期，中共赣西南特委也提出“群众
大会是鼓励群众革命情绪极好机会”，在召开群众大会时，“凡宣传队的组织、宣言、传单、标语、口号、画
报等须充分准备，先要召集会议，计划该群众大会的宣传工作”。［9］( p89) 除了事先制订详细的计划，确定
具体的会议内容，编排一定的议事日程外，中共还规定了群众大会的会议程式。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亲
近的助手”的共青团，在 1930 年 6 月 8 日团中央局会议上通过了《猛烈的扩大红军的决议》，其中对群
众大会有详细的规定。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半年之内，将红军由七万多扩大到五十万，于是团
中央局决定负责完成三十万。为了能大批地有计划地输送少年先锋队和农村青年群众到红军中去，团
中央局决定不断大规模地举行青年工人大会，青工群众会议，青年农民大会，少年先锋队的大会和各队

的会议，童子团的大会及各队的会议以及白军中的士兵会议。在每次群众大会上，进行猛烈的宣传鼓
动，发动少年先锋队队员和青年群众自动报名加入红军，并举行欢送他们到红军中去的典礼。少年先锋
队、童子团全部参加典礼，并且号召成年农民参加，请红军、赤卫队参加。典礼会议程式为: 首先，由共产
党代表、共产青年团代表、苏维埃政府代表、红军代表、赤卫队代表、雇农工会代表、少年先锋队代表、童
子团代表等进行热烈的演讲，还有参加红军者的家长代表的勉词以及参加红军者的答词。其间，呼口
号、唱革命歌( 特别是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 并且有很短很精彩的新剧、化装讲演、双簧等表演。① 接
着，红军代表和少年先锋队的代表对加入红军的少年先锋队队员和青年群众赠旗、赠徽章、赠纪念品等，
以及其他团体的代表送赠品。结束时举行一个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共青团中央局认为，这样的典礼
不独对于加入红军的少年先锋队队员和青年群众是一个非常壮烈的赤色革命热情的鼓动，并且对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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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少年先锋和青年群众以及一般群众也是一次有力的鼓动。［10］( p592 － 593)

中共特别重视群众大会在乡村苏维埃群众工作中的作用。1933 年 4 月，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方志敏为健全乡苏维埃工作起草了《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的文件，其中回答了乡苏维埃应如何召开群
众大会。首先，必须有什么要报告和解释或要解决的问题才召集群众大会，开会时要提出一个或几个当
前的主要问题来报告解释，发动群众热烈发言，参加讨论，再由参加人或乡苏主席做结论。其次，开会条
文不要太多。文件规定: 1．宣布开会; 2．公推主席( 或主席团) ; 3．主席报告开会意义; 4．某某某报告某
某问题; 5．讨论; 6．结论; 7．唱歌; 8．高呼口号; 9．游艺; 10．散会。再次，为恢复群众开会后的疲劳，兴奋
群众斗争情绪起见，每次群众大会结束，当地俱乐部( 群众会议均应在当地俱乐部开) 可举行游艺，或演
剧或唱歌或打拳或群众有兴趣的其它娱乐，使群众下次更热烈地来参加会议。最后，文件要求在报告或
演说中，说到重要或很精彩的地方，全场群众应鼓掌或呼口号，务使会场空气十分热烈。［11］( p418419) 1934
年 4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长冈乡和才溪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综合其他地
方苏维埃工作的情况，写出《乡苏怎样工作?》一文。这是一篇具体指导苏维埃基层组织如何做好群众
工作的文章。毛泽东在文中指出，村的群众大会是“极能够教育群众、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提高
群众斗争情绪的工作方法”。在村的群众大会上报告乡苏的决议，报告本村与别村、本屋与别屋的革命
竞赛项目，解释上级苏维埃提出来的革命任务，使群众在完全明白之后努力迅速地执行起来。这种群众
大会应该每半个月开一次，由乡苏主席团排定各村开会日期，通知村主任。乡苏派人参加各村群众大
会。文章还仔细的告诫乡村苏维埃在群众大会前应该做好准备，准备好怎样推动各代表邀集大多数群
众到会，会场上报告些什么，怎样引导群众发表意见，还要求开会时间不要超过两点钟( 即两小时———
笔者注) ，而且要在多数群众得闲的时候开。［12］( p353)

苏维埃时期，中共逐步完善了群众大会召开的方法和程序，越来越娴熟地利用群众大会的形式达到

动员和教育群众的目的。中共通过群众大会传达了党的声音，使群众在热烈的会议氛围中更加深刻地
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认识中共是贫苦农民的利益代表者。

三、群众大会的会议内容
根据上述较为完整地记录下来的群众大会实例和其他历史文献，苏区群众大会的会议内容大都围

绕以下几项重要任务。
( 一) 成立革命政权。最初，革命政权由群众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如在湘赣边，红军占领了某处后，

即派大批同志去乡村组织苏维埃，首先召集一个群众大会，宣传苏维埃的意义，“由群众中选举委员即
产生执委”。［5］( p277 － 278) 在闽西苏区，乡苏维埃委员会也是“直接由群众大会产生，没有建立起代表会
议”。［13］( p15 － 17) 这种由群众大会直选苏维埃执委的做法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毛泽东根据井冈山斗
争的实践，深刻地指出:“一哄而起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
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 选举完毕，
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14］( p72) 在
闽西苏区，“群众大会人庞杂不便讨论，结果只由少数委员处理，客观上便与群众隔绝，所谓引导广大群
众参加管理政事竟成空话”。［13］( p15 － 17) 在赣西南苏区，群众初期不认为苏维埃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政府，
认为不过如像反动统治过去设的什么一样，有什么纠纷即到政府里去解决，有些群众实际叫政府为

局”。巡视员刘作抚当时就指出: “这是因为对苏维埃宣传的不够和代表会议没有建立起来的原
因。”［15］( p247) 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随后，中共改变了“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由乡村全体工农大
会推选”的规定［13］( p10) ，要求通过群众大会选举苏维埃代表，组织代表会议。1929 年 11 月，中共闽西特
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苏维埃工作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建立真正代表会议精神，自乡、区一直到闽西的
代表，必须遵照选举法直接由群众大会中选出来。各级苏维埃政府选举代表，事前须出布告定期召集群
众大会。［13］( p30 － 32) 1930 年 5 月 1 日，闽北苏区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首先，召集全县群众大会，到会
者 5000 余人，选出代表 33 人，农民占 21 人，工人占 5 人，红军 3 人，妇女 2 人，知识分子 2 人。大会后又
开了一次代表会，选出执委 27 人，后又开执委会，选出主席 7 人为主席团。［16］( p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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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分配土地和没收、分配财物。1930 年，赣西南兴国县永丰区分田时，区政府派宣传员到各村开
群众大会，“先半日通信来，召集民众。男人都到，女子不到，十岁以下小孩子不到。宣传员当众讲说焚
契分田的好处和办法。一个宣传员每天可以召集两个村的民众会”。［17］( p233) 1931 年 4 月，巡视闽西杭武
县第三区工作的罗寿春对该区大厚乡没收分配财产的过程有详细的记述: 由乡政府召集贫农团会议讨

论没收地主豪绅财产问题，“提出了四个地主的名单，并决定立即没收，也要征集富农粮食，供给红军”。
当晚，在地主大门口及厨房都派武装看守、标封其房间，贫、雇农一晚都没有睡觉。第二天，乡政府号召
群众开群众大会，通过彻底没收土地、财产和杀地主的猪来吃的决定，组织“没收地主财产委员会”负责
保管、登记和拍卖没收品; 然后，男女老少农民都到地主家搬东西，放到乡政府，东西“堆得不能插足”。
第三天，召开全乡农民大会，处决“反动地主、恶棍共五个”。地主豪绅的土地、房子、衣服、用具等“真分
到农民身上”。［18］( p402 － 403) 1932 年 7 月 24 日清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耀县游击队在陕西耀县寺沟乡阿
姑社村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左善楚五兄弟欺压百姓的罪状，当众烧毁了三、四箱子的土地和债务契约。
被左家霸占的地原来是谁的归谁，分粮 3000 多斤，衣物分给了贫困人家，两瓮大烟( 约 500 多两) 的大
部分以及一些银元被用作游击队的活动经费。［2］( p571) 通过群众大会，乡村穷苦民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
益，增强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
( 三) 公开镇压土豪劣绅。1932 年 3 月中旬，陕甘游击队由陕西宜君县、黄陵县转战回到甘肃正宁

县。正宁县南原( 即寺村塬) 农民自发斗争高潮迭起，陕甘游击队决定配合农民攻打国民党正宁县政府
所在地山河镇，开辟新的根据地。游击队在苟仁寺召集了一个 1000 余人的群众大会，把阻止群众、破坏
群众斗争的大豪绅逮捕了两个，在群众大会上枪决了。［2］( p84) 1933 年 7 月 21 日，杨虎城部王泰吉部骑兵
团在陕西耀县宣布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英回忆: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组织宣传队，张贴抗
日标语，召开了群众大会，把国民党县政府及豪绅们的千余担粮食、财物分给了贫苦人民，处决了几个罪大
恶极的民团头子和恶霸地主劣绅。［2］( p636) 群众大会公开镇压土豪劣绅，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情绪。
( 四) 执行上级的决议和命令。群众大会是及时传达上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决议和命令的有效手段。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地方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条例》规定:
“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的决议及命令，用布告的形式通知全乡人民召集群众大会作报告”。［13］( p148) 1933 年
3 月 26 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渭北游击队“应该经常召集群众大会，报告红二十六军扩充 1 师人的意
义，要自动的报名登记，组织红军连、红军排，广泛的开展群众的武装组织，扩大游击队，征调好的群众即
刻编制起来，自动的夺取武装，在敌人进攻红军时，经常在敌人后方袭击扰乱，帮助红军作战。在执行这
个战斗动员中，自动的武装起来，携带武器到二十六军中去”。［2］( p190) 为完成扩红的任务，渭北地方党委
在都村、谈村、南原、西原等地召开群众拥护红军大会。游击队到处召集群众大会，写口号标语，作拥护
红军的运动。三原县武字区“有七八十群众参加了二十六军，各地群众纷纷的不断的到二十六军
去”。［2］( p166)

中共召开每次群众大会都有明确的意义，会议内容都有详细的计划。群众大会是实施革命措施的
重要步骤和实现阶段革命目标的公开宣告，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达到争取群众、教育群众的目的。

四、群众大会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仪式
中国共产党提出群众工作是党的生命线，党要组织、动员和鼓舞人民群众，发挥人民群众是历史创

造者的伟大作用。在传播手段落后的条件下，群众大会是最有效的广而告之的手段，召开群众大会成为
中共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经常的有效的工作方式。据记载，罗荣桓等红四军政工干部总结出动
员方法的“七步曲”: 第一步，分发土豪的谷物给贫雇农以发动群众; 第二步，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召开
群众大会以宣传群众; 第三步，建立工会、农会等以组织群众; 第四步，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 第五步，
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 第六步，举办群众领袖、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 第七步，分配土
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19］( p83) 其中，召开群众大会是重要的一步。从宣传、教育、面对面与人民群众沟
通方面来说，群众大会在苏维埃革命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群众大会之所以能够在苏区群众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共领导人大都在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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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反对党政组织中的官僚主义，减少管理层次而增加管理幅度。军队和政党组织的“扁平化”，有
利于党与人民群众面对面的接触，能够对社会事务做出快速反应。另一方面是由于群众大会有一定的
会议程式，群众大会本身又成为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种仪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生活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所运用。通
俗易懂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生命，同时一个有着一定仪式的热烈的环境氛围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的实现，在这种环境氛围中个体更易于接受群体认同的理论。人类学家们认为，仪式对于维持和强
化归属感十分重要。仪式是“一种象征性的和富有表现性的行动，一种制度化的创造特殊时空的手段，
个体在其中可以体验到自己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分子”。［20］( p98) 在仪式中，聚集在一起的个体，作为一种
群体执行被要求的行动时便会产生紧张的情绪体验。通过标准化、重复化、指向神圣的仪式活动，个体
之间就能够建立并加强他们共同的联系。群众大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政治性仪式。
苏区民众参加群众大会并认同在群众大会中所感知的群体意识，革命观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就通

过群众大会渗透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苏区民众不一定理解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在那种氛围
中他们能够找到身份的认同。有了身份的认同，也就有了行动的一致性。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党的基层
支部以及基层支部指导下的乡村政权，仍应经常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和解决人民

群众面临的实实在在的问题。党和人民群众在群众大会上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对话，将会有利于和谐社
会建设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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